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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间流动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双重视角 

梁盛凯 田云 陈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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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流动”这一视角切入,构建“流动—创业”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数据的 98485个城市农民工样本,检验了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对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每提高 1%,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将下降 90.6%,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下降

13.9%,改变流动频率的衡量方式并将“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合并考虑进行重新估计后结果仍保持稳健。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市间的流动对低技能组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省域内流动农民工群体“生存型”

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机会型”创业抑制效果不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

提高通过冲击社会资本的集聚与提高社会融合难度,对农民工的创业产生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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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的转变[1]。随着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要素自由流

动范围不断扩大，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亦日益频繁。虽然有实证经验表明，更多准备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

在城市创业[2]，但是目前针对农民工创业的相关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就业选择以及返乡农民工的创业与

绩效方面，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务工型、谋生型农民工的流动与生计策略研究[3]，而未充分考虑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需求，对农民

工在城市间的流动创业更是缺乏关注[4]。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流动就业的伴生行为。本文将重点关注如下问

题：从理论上讲，在人口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对农民工创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

又是什么？从实践上讲，对于潜在的流动创业农民工而言，是该选择继续坚守为创业积累资本，还是保持流动寻找创业机会？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 

一是关于农民工个体与家庭特征的研究。早期研究显示，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人力资本等个体特征对农民

工的创业具有直接显著影响[5-6]。除个体特征外，农民工创业行为还受到宗族网络、社会资本、风险偏好的影响[7-9]。随着农民工

返乡潮的出现，学术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迁移、务工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

有显著影响，随着务工时间的延长，农民工参与创业的概率越高[10]，但也有学者指出，务工经历会阻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11]，

可见就农民工务工经历与返乡创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 

二是关于农民工创业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市场与政府支持、就业机会创新性、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嵌入、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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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应用等有利于城市农民工的创业[12-15]。不同的城市特征对农民工创业也会产生影响，但作用有所差异，城市的贸易开放抑制了

农民工的自雇型创业[16]，但有证据表明，在控制外商投资水平后，农民工进入大城市具有更高的创业概率[17]，因此城市特征对

农民工创业的影响还需要在一个更加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此外，虽然有研究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民工创业至关重要
[18]
，如

创业贷款会对农民工产生强烈的创业激励[19]，但在现阶段农民工创业普遍面临金融资本不足的问题，信贷约束是抑制农民工创

业的重要因素[20]。 

综上，已有研究围绕农民工创业及影响因素展开了深度探讨，但仍存在一定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研究集

中关注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创业发生行为以及农民工的返乡创业，但对城市农民工的流动创业需求关注不足；

二是现阶段人口在城市间的流动日益频繁，但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对

创业的影响更是缺乏相关的经验证据。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首先从理论层面探析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

频率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然后在实证层面上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并克服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利用 2017年中

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解析其中的政策含义。 

二、理论机制分析 

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改变了农民工的环境

因素（包括空间迁移与社会关系），主要通过社会资本、社会融合两个机制对农民工创业行为产生影响。 

（一）社会资本效应 

在城市间流动首先表征出来的特征就是空间迁移，而空间迁移会带来环境的改变。人力资本依附于农民工个体，但是社会

资本依赖于一定的空间场域与时间积累，无法随着农民工的流动而发生空间迁移。对于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而言，在城市工作时

间越长，社会资本内聚特征越强。因此，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对社会资本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在城市间流动发生的

空间迁移极有可能会中断农民工在当地的社会积累过程，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集聚产生冲击，降低社会资本的密度和规模。第

二，空间迁移后在新的城市中农民工面临创业环境的改变，更容易遭受本地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甚至陷入发展困境。在正式

社会支持缺失的情况下，稳定的乡缘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创业的需求。流动频率的提高不利于形成稳定的乡缘关系网，会

降低农民创业的社会资本支持，提高农民工流动创业的机会成本，抑制创业行为的发生。通过以上两个途径发挥抑制作用的可

归纳为社会资本效应。 

（二）社会融合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当农民工进入新的城市后可能会面临就业隔离与语言差异的现实困难。一方面，农民工面临新的就业隔离

困境，导致农民工无法通过延长流动时间向高收入职业转变，无法完成初始创业资本的积累，收紧了农民工创业的流动性约束。

与城镇人口相比，农民工进入新城市后除受到职业隔离外，其工资、福利、就业机会亦处于劣势。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

育水平普遍较低，当进入一个新的城市时不仅受到本地居民的排斥，而且与本地农民工形成竞争关系，职业隔离与工资差异加

快了农民工群体的分化，因此流动频率的增加加大了农民工在本地城市社会融入与创业的难度。农民工进入新城市后面临的另

一个约束是语言差异。方言是标识身份的特殊标志，方言的运用有利于融入当地社会网络。流动频率提高增加了农民工学习不

同地域方言的成本，增大了社会融合的难度，提高了农民工的创业壁垒。通过以上两个途径发挥抑制作用的可归纳为社会融合

效应。 

综上所述，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通过社会资本、社会融合两个机制对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产生抑制效应。实际上，这两个机

制是协同发生作用的，共同对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譬如，对社会资本的冲击会加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难度，而无法融

入当地社会网络则会进一步弱化社会资本积累。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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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与农民工创业行为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H2：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增加通过冲击社会资本内聚、提高社会融合难度两个机制抑制农民工创业。 

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是理性人，并不会盲目地流动。一方面，农民工既要承担流动导致环境变化所引致的社会资本与社

会网络变化的后果；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也是综合自身条件以及市场判断所作出的选择，因而在流动与创业

之间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的逻辑关系。由此，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否成立尚有待剥离核心变量的内生性后作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7），该调查以全国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反映了全国流动人口

生存发展状况、流动迁移趋势和特点，数据样本覆盖 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参考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来源。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理：第一，剔除了非农业户口及其他户口形式（包括农业转居民、非农业转居民、居

民、其他）的流动人口数据，只保留农村户口的样本；第二，剔除因为家属随迁、照顾自家老人小孩、投亲靠友、参军、婚姻

嫁娶、拆迁搬家、学习培训、出生、异地养老、其他等非工作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对象，只保留因务工/务农或者经商而流动的样

本，以体现农民工经济性的迁移与流动，将本研究更聚焦于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上，以降低样本选择偏误；第三，剔除教育

水平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样本，以便将研究点聚焦到农民工群体；第四，有数据缺失的相关样本将不予保留，最终整理得到 98485

个城市农民工样本；第五，对以上处理后得到样本的关键变量（流动频率）进行缩尾 1%处理，降低异常值导致的有偏估计。 

（二）变量界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农民工创业是指农民工依靠自身资本、资源、信息、技术、经验以及其他因

素自己创建实业，解决就业问题，包括雇用工人开办实业以及自我雇用经营两种方式。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7）

的调查问卷中涉及受访对象的就业身份问题，共有固定雇主的雇员、无固定雇主的雇员（零工、散工）、雇主、自营劳动者、其

他 5个选项。全球创业观察（GEM）把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两个层次，“生存型”创业是在没有更好的就

业选择下的选择，具有技术壁垒较低、低成本、低门槛、低风险等特征，这些特征也十分符合自营劳动者，而“机会型”创业

更注重对商业机会的把握，具有拥有更多的创业资金、技术壁垒较高、规模相对较大、投资回报率较高等特征，因此进行“机

会型”创业后往往会成为雇主，两者在创业的起点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参照全球创业观察的定义，将雇主（雇用工人开

办实业）定义为“机会型”创业，将自营劳动者（自我雇用经营）定义为“生存型”创业，两者均属于创业，均赋值为 1，其他

就业身份赋值为 0。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流动频率指标的衡量方式为调查对象流动过的城市数量除以流动时长，

其中流动过的城市数量指的是首次流动时到调查时合计流动过的城市数量（以“个”为单位），流动时长为调查对象首次流动的

日期至 2017年的时长（以年为单位，若流动时长未满 1年则按 1年计算）。表 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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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与非创业两种选择，为检验流动频率对城市农民工创业概率的影响，采用 Probit模型进行非线性参

数估计，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下标 i和 j分别表示第 i个农民工样本、农民工样本的第 j个特征变量；被解释变量 Entreprei表示的是第 i个农民

工的就业身份，如果就业身份为创业则取值为 1，为非创业则取值为 0;Xij是影响农民工创业概率的个体特征向量，包括年龄、

年龄
2
/100、性别、婚姻、受教育年限、身体状况、民族等变量；Mij是影响农民工创业概率的家庭因素向量，包括家庭规模、家

庭收入的对数两个变量；Rangei是第 i 个农民工样本的流动范围；Industryi表示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以第二产业为对照；Regioni表示农民工流动的区域，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以西部

地区为对照。 

表 1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存型”创业 自营劳动者=1,其他=0 0.375 0.484 0 1 

“机会型”创业 雇主=1,其他=0 0.055 0.228 0 1 

流动频率 流动过城市数量/流动时长 0.300 0.290 0.039 10 

年龄 2017-出生年份 36.516 9.911 15 79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94 0.491 0 1 

婚姻 已婚=1,未婚=0 0.843 0.363 0 1 

未上过学 未上过学=1,其他=0 0.025 0.156 0 1 

小学 小学学历=1,其他=0 0.165 0.371 0 1 

初中 初中学历=1,其他=0 0.514 0.500 0 1 

高中/中专 高中/中专学历=1,其他=0 0.216 0.412 0 1 

专科 专科学历=1,其他=0 0.080 0.271 0 1 

生活不能自理 生活不能自理=1,其他=0 0 0.008 0 1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1,其他=0 0.015 0.123 0 1 

基本健 3 基本健 3=1,其他=0 0.144 0.351 0 1 

健康 健 3=1,其他=0 0.841 0.366 0 1 

民族 少数民族=1，汉族=0 0.093 0.29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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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量 3.164 1.214 1 10 

家庭收入 2016年家庭平均每月总收入 6757.676 4363.423 1500 30000 

流动范围 省域内流动=0，跨省域流动=1 0.532 0.499 0 0 

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1,其他=0 0.023 0.151 0 1 

第=产业 第=产业=1,其他=0 0.370 0.483 0 1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1,其他=0 0.591 0.492 0 1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1,其他=0 0.418 0.493 0 1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1,其他=0 0.145 0.352 0 1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1,其他=0 0.340 0.474 0 1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1,其他=0 0.057 0.232 0 1 

办理暂/居住证 办理暂/居住证=1,未办理=0 0.676 0.468 0 1 

 

四、实证分析 

（一）工具变量法估计 

1.流动频率变量内生性检验 

潜在创业意愿反过来也会影响其流动行为的偏好，农民工的流动行为与创业选择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并导致内生性问

题，致使估计结果有偏，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前，应先进行流动频率这一核心变量的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2的列（1）

和列（3）。检验结果显示，在将所有控制变量考虑进来后，“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内生性 Wald检验结果的值分别

为 136.250、14.500,p值都为 0.000，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2.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针对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是否办理暂/居住证为工具变量，通过工具变量法（两步法）弱化内生变量（流动频率）

的内生性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暂住证制度起源于深圳，于 1984年开始实行，后来逐步推广到其他城市。

2016 年暂住证制度被取消，开始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的实施虽然在较大程度上保障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享有相

对公平的社会保障，但是同样也提高了农民工对居住地公共服务需求的黏性，限制了流动人口的自由流动，因此，从理论上分

析可以发现，办理暂/居住证与流动频率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办理暂/居住证与农民工是否创业并无直接的关系，符合工具变量

的外生性要求。为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利用流动频率对工具变量进行了第一阶段的 OLS回归，结果见表 2中的列（1）

和列（3）。结果显示，无论是“生存型”创业模型，还是“机会型”创业模型，工具变量与流动频率都呈负相关关系，与理论

分析预期一致，暂/居住证的办理降低了城市农民工的流动频率，并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两个模型第一阶段回归的 F

统计值分别达到了 1004.040与 702.320，远远大于经验标准值 10，说明工具变量对流动频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的问题，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3.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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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汇报了流动频率影响农民工创业概率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其中列（2）是“生存型”创业模型估计结果，列（4）是

“机会型”创业模型创业估计结果。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变量后，流动频率核心变量边际效应保持在

1%显著性水下为负，说明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抑制了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发生。具体来看，流动频率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

抑制效应为 90.6%，而对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抑制效应为 13.9%，对“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 

表 2中还报告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个体特征向量方面，在“生存型”创业模型中，年龄的一次项显著为负，年龄 2/100

项显著为正，说明年龄与农民工创业的概率呈“U”型关系；在“机会型”创业模型中，年龄项虽然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而

年龄 2/100项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进行“机会型”创业的边际概率逐渐下降。已婚男性具有更高的创业概率

（包括“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教育水平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整体上看，学历水平越高，农民工开展“生存型”创

业概率越低，开展“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越高，但较高学历的农民工（专科学历）开展“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较低，表明初中

及高中学历水平的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概率最高。身体健康水平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身体健康水平对“生存型”创业影

响不显著，但对“机会型”创业影响显著，身体健康水平越高的农民工群体开展“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越高。少数民族农民工

“生存型”创业概率显著低于汉族农民工，但对于“机会型”创业无显著差别。在家庭特征向量方面，家庭规模越大，收入水

平越高，开展“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越高。跨省域流动的农民工创业概率更高。在所从事产业特征方面，从

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创业概率高于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在流动区域特征方面，流向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民工

创业概率没有显著差异，但流向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民工创业概率显著低于流向西部地区的农民工。 

表 2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因变量 

流动频率(1) “生存型”创业(2) 流动频率(3) “机会型”创业(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办理暂/居住证 
-0.054*** 

(0.002) 
 

-0.060*** 

(0.003) 
 

流动频率  
-0.906*** 

(0.079) 
 

-0.139*** 

(0.031) 

年龄 
-0.046*** 

(0.001) 

-0.022*** 

(0.004) 

-0.051*** 

(0.001) 

0.003 

(0.002) 

年龄 2/100 
0.048*** 

(0.001) 

0.023*** 

(0.004) 

0.054*** 

(0.001) 

-0.004** 

(0.002) 

男性 
0.003 

(0.002) 

0.012*** 

(0.004) 

0.002 

(0.003) 

0.014*** 

(0.002) 

已婚 
-0.067*** 

(0.004) 

0.099*** 

(0.009) 

-0.057*** 

(0.005) 

0.016*** 

(0.003) 

小学 
-0.019*** 

(0.007) 

-0.027** 

(0.012) 

0.006 

(0.010) 

0.013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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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0.029*** 

(0.007) 

-0.036*** 

(0.012) 

-0.017* 

(0.009) 

0.021*** 

(0.007) 

高中 
-0.033*** 

(0.007) 

-0.104*** 

(0.012) 

-0.023** 

(0.010) 

0.018** 

(0.008) 

专科 
-0.061*** 

(0.008) 

-0.255*** 

(0.009) 

-0.058*** 

(0.010) 

-0.014** 

(0.006)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 
0.027 

(0.116) 

0.079 

(0.192) 

0.174 

(0.187) 

0.934*** 

(0.017) 

基本健康 
0.057 

(0.116) 

0.080 

(0.197) 

0.201 

(0.187) 

0.920*** 

(0.034) 

健康 
0.075 

(0.116) 

0.050 

(0.216) 

0.217 

(0.187) 

0.134*** 

(0.011) 

民族 
0.013*** 

(0.004) 

-0.024*** 

(0.007) 

0.009** 

(0.005) 

0.001 

(0.003) 

家庭规模 
-0.021*** 

(0.001) 

0.014*** 

(0.003) 

-0.018*** 

(0.001) 

0.002** 

(0.001) 

家庭收入 
-0.032*** 

(0.002) 

0.072*** 

(0.005) 

-0.044*** 

(0.003) 

0.086*** 

(0.002) 

流动范围 
0.019*** 

(0.002) 

0.095*** 

(0.004) 

0.025*** 

(0.003) 

0.016*** 

(0.002) 

第一产业 
-0.067*** 

(0.007) 

0.303*** 

(0.013) 

-0.055*** 

(0.011) 

0.047*** 

(0.012) 

第三产业 
-0.013*** 

(0.002) 

0.311*** 

(0.004) 

0.002 

(0.003) 

0.062*** 

(0.002) 

东部地区 
0.004 

(0.003) 

-0.240*** 

(0.004) 

0.003 

(0.003) 

-0.054*** 

(0.002) 

中部地区 
0.001 

(0.003) 

0.00. 

(0.006) 

0.001 

(0.005) 

0.002 

(0.003) 

东北地区 
-0.019*** 

(0.005) 

-0.170*** 

(0.007) 

-0.032*** 

(0.006) 

-0.021*** 

(0.003) 

Pseudo R
2
  0.179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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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004.040  702.320  

P 0.000  0.000  

Wald test of 

exogeneity 
136.250  14.500  

Prob>chi2 0.000  0.000  

样本数 93057 93057 61511 61511 

 

注：表中报告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标准误；“生

存型”创业模型包括自营劳动者以及非创业样本，“机会型”创业模型包括雇主以及非创业样本；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核心变量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流动频率对农民工创业影响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通过更改流动频率衡量方式（依次将流动频率为 0～0.1、0.1～

0.2、0.2～0.3、0.3～0.4、0.4～0.5、0.5～0.6、0.6～0.7、0.7～0.8、0.8～0.9、1.0以上等 10个限值范围分别赋值为 1～

10）进行回归，同时采用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3（下页）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流动频率与“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

业之间均为显著负相关关系，流动频率变量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比较“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个模型回归

结果发现，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强，回归结果与表 2 中的回归结果一致。以上分析

说明，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显著抑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证明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 

把“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合并在一起进行考虑以检验稳健性，结果展示在表 3的列（7）中。结果显示，把两者

合并在一起后，流动频率与创业行为之间仍然是负相关关系，因此，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抑或把“生

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合并，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提高都会显著抑制其创业行为的发生，证明了模型估计结果是

稳健的。 

（三）异质性分析 

1.流动频率与不同技能水平农民工的创业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这里用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农民工技能水平的代理变量[21]，当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

以下文化水平时，样本进入相对低技能组，当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上文化时，样本进入相对高技能组。表 4 汇报了流动

频率对不同技能水平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相对低技能组还是相对高技能组，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增加都降低

了农民工的创业概率（包括“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但对相对低技能组农民工群体“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

低技能农民工流动能力本身较弱，这说明在城市间的流动放大了以低技能为代表的弱势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劣势，不利于资

本积累与就业层次的提升。 

2.流动频率与“两代农民工”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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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背景、教育背景、所面临的时代变迁均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们一般将 1980年以前出生

的农民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将 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22]。表 5报告了流动频率对“两代农民工”创业的

影响。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提高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型”创业行为的发生，抑制效应达到 62.0%，

但对“机会型”创业抑制效果不显著；另一方面，流动频率的提高同时抑制了第一代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

抑制效应分别达到了 124.7%与 30.1%，对“生存型”创业的抑制作用更强。这一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可基于

第一代农民工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政策可分为五个阶段，而 1984—2002年仍然处于限制流

动和有序逐步放开阶段。第一代农民工向城市流动时还受到较多限制，对城市流动带来的冲击更加敏感，因而在城市间的流动

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创业抑制作用更强。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普遍流动性更强，信息化的普及便利了农

民工的信息获取，拓宽了社会网络的时空边界。互联网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普及使用有利于激活“机会型”创业，弱化了流动

对新生代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冲击作用。 

3.流动频率与不同流动范围农民工的创业 

本文把流动范围区分为跨省域流动与省域内流动两个子样本，并探讨流动频率对不同流动范围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结果如

表 6 所示。不难发现，所有的边际效应系数均为负，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来看，在城市间流动对跨省域流动农

民工群体的“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抑制效应分别达到 56.4%和 13.0%，对省域内流动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型”创业和

“机会型”创业抑制效应分别为 109.3%和 9.0%。这表明，在城市间的流动对跨省域流动与省域内流动的农民工创业均有显著的

抑制效应，但对省域内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生存型”创业抑制效应更强。相对于跨省域流动，农民工在省域内城市间的流动频

率增加更不利于创业。 

表 3稳健性估计结果 

变量 “生存型”创业（5） “机会型”创业（6） “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7） 

流动频率（按 1-10赋值） 
-0.102*** 

(0.009) 

-0.016*** 

(0.004) 
 

流动频率（原值）   
-0.911*** 

(0.07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Pseudo R
2
 0.179 0.203 0.178 

样本数 93057 61511 98485 

 

注：Yes表示控制相关变量，下同；控制变量与表 2相同 

表 4流动频率与不同技能水平城市农民工的创业 

变量 

相对低技能组 相对高技能组 

“生存型”创业(8) “机会型”创业(9) “生存型”创业(10) “机会型”创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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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频率 
-1.042*** 

(0.089) 

-0.125*** 

(0.034) 

-0.397** 

(0.163) 

-0.174** 

(0.07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Pseudo R2 0.166 0.197 0.273 0.218 

样本数 65746 40482 29196 21029 

 

表 5流动频率与“两代农民工”的创业 

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 第一代农民工 

“生存型”创业(12) “机会型”创业(13) “生存型”创业(14) “机会型”创业(15) 

流动频率 
-0.620*** 

(0.107) 

-0.034 

(0.040) 

-1.247*** 

(0.116) 

-0.301*** 

(0.05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Pseudo R2 0.192 0.219 0.139 0.182 

样本数 54990 39513 40224 21998 

 

五、机制检验：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的作用 

在理论机制分析部分，本文提出了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两个作用机制，其中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与其他个体或团体之间的

关联，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其中社会网络是主要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选择社会网络的广度作为社

会资本的代理变量，社交网络指标选择问卷中的“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这一问题，问题共有同乡（户口迁至本地）、

同乡（户口仍在老家）、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与老家以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本地人、其他外地人、很少与人来往等 6 个选项，

将选择主要与其他本地人来往最多的选项的农民工样本赋值为 1，表示农民工具有更高密度和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选择其他选项的农民工样本赋值为 0，表示更低密度和更小规模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社会融合是指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

的农民工群体能够获得与本地居民接纳与平等交换资源的机会。社会排斥理论提出了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的对立性，因此本文

采用社会排斥指标作为社会融合的代理变量，社会排斥指标选择问卷中“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这一问题，

答案共有 4 个选项，分别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将选择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两个选项的农民工样本赋

值为 1，表示面临社会融入壁垒，社会融合难度较高；将选择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两个选项的农民工样本赋值为 0，表示没有面

临社会融合壁垒。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能顺利融入当地社会的农民工创业概率更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验

证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效应抑制农民工创业的两个作用机制。 

表 6流动频率与不同流动范围城市农民工创业 

变量 跨省域流动 省域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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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型”创业(16) “机会型”创业(17) “生存型”创业(18) “机会型”创业(19) 

流动频率 
-0.564*** 

(0.087) 

-0.130*** 

(0.035) 

-1.093*** 

(0144) 

-0.090* 

(0.09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Pseudo R2 0.232 0.227 0.144 0.194 

样本数 49497 33129 43560 28382 

 

从表 7 模型（20）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流动频率对社会资本的边际冲击效应达到-0.115，流动频率每提高 1%，流动农民

工顺利融入本地社交网络的概率将下降 11.5%。在城市间的迁移流动确实对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资本集聚与扩张产生了冲击，频繁

的流动让农民工难以融入本地的社交网络，更无法获得相应的创业支持与机会识别的际遇。模型（21）估计结果表明，流动频

率每提高 1%，农民工社会融合难度将上升 1.8%。因此，从社会资本积累与社会融合两个角度来看，在城市间流动频率的提高均

不利于农民工创业，以上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说 2。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行为显著抑制了农民工创业

行为的发生，流动频率每提高 1%，农民工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下降 90.6%，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下降 13.9%，并且

流动行为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估计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1。第二，在控制所有协变量基础上，

利用改变流动频率的衡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在城市间的流动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行为仍

然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抑制效应分别为 10.2%、1.6%，证明了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从不同技

能水平、不同年龄、不同流动范围特征对比分析发现，在城市间的流动对低技能组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省域内流动农民工

群体“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抑制效应差异分别达到 104.2%、124.7%、109.3%，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机会型”创业抑

制效果不显著。第四，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流动频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流动农民工顺利融入本地社交网络的概率下降 11.5%，

而遭受本地居民排斥的概率提高 1.8%，说明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的增加通过对社会资本的集聚产生冲击与增加社会融合

难度两个作用机制抑制了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发生。以上所有估计结果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

理论假说 2。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既要继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又要重视城市流动农民工的创业需求，缓解流动

对农民工创业的抑制效应。进一步优化农民工异地就业创业服务，建立城市流动农民工创业集聚市场，为流动农民工创业提供

良好稳定的场所与创业平台，降低创业门槛。充分运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城市流动农民工并优化相应的扶持政策，尽量满足农民

工多样化的创业需求，降低其在城市创业的经济成本。开展农民工专项技能培训，除基础技能外，重点为具有潜在创业意愿的

农民工提供相应的创业指导服务，提升农民工创业能力。 

表 7作用机制检验：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 

变量 社会资本(20) 社会融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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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频率 
-0.115*** 

(0.006) 

0.018*** 

(0.003) 

控制变量 Yes Yes 

Pseudo R2 0.071 0.033 

样本数 98485 98485 

 

第二，为城市流动农民工创业提供差异化扶持政策支持。对于大部分潜在“生存型”创业农民工群体，应放宽其在城市的

落户政策，让农民工获得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力资本劣势对创业的约束。针对第一代农民工和

省域内流动农民工，应加快互联网以及智慧产业知识的普及，提高第一代农民工融入数字型现代产业与社会的能力，拓宽其社

会网络边界，提高其流动能力，增加其进行“机会型”创业的几率。 

第三，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发展。一方面，建立流动人口行业协会与自治组织，推进流动农民工服务管理社区化，促进

流动农民工的社区融合，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政策措施让流动农民工就地创业，促进农民工利用已有的社会网络降低创业壁垒。

另一方面，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引导主流媒体构建农民工正面媒介形象，减少本地居民对流动农民工的

偏见，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合发展，激发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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